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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cale Jobs-housing Space Based on SCD: A
Case Study of Xiamen
SHI Ruizheng, GAO Yueer, YANG Chun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cale jobs-housing

spaces can help rationally design such spac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ecause

rational layout serves to reduce resource waste,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takes Xiamen as an example and

builds the analysis based on Smart Card Data. The jobs-housing OD matrix is

obtained by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Curve fitting and spatial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are applied to study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jobs-housing spaces at

the macro-level, the median level and the micro-level.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scale

effect, simple application of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tends to cause

misjudgment of structural features. To make up for this deficiency, the polycentric

structure at a larger scale is analyzed by defining the global employment center. The

global, macro, median and micro jobs-housing commuting circles are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to further reveal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bs-housing

spatial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of commuting circles at different

levels reflects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cale jobs-housing spatial

structure in Xiamen. The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adjustment of multiscal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Xiamen.

Keywords: spatial structure; multiscale; jobs-housing space; community division;

Xiamen

城市职住空间结构概念来源于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指承担职住功能的城市空间所表

现出来的空间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包括3部分内容，分别为城市形态、城市的相

互作用、规定前两者关系的一系列组织原则[1]。城市空间是城市发展的外部表征，具有

层次性，是内涵式的、动态变化的，基于这一观点，本研究对多尺度视角下城市职住空

间形态及相互作用网络进行探究。根据《2015年厦门市居民出行调查及公交调查报

告》，机动化出行中，公交出行占比达46.0%；典型公交站点调查中，72%公交乘客为

通勤出行。可以认为基于厦门公交SCD（Smart Card Data）数据，可对其职住空间结构

进行探究。本文所提到的城市多尺度职住空间结构特征，主要指公交出行所反映的职住

空间位置关系及因各职住空间相互作用而显示的层次化特点。

基于移动定位大数据可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模拟。已有研究涵盖了空间社区划分[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复杂网络的城市大运量公交站点影响区空间关系识别与土

地利用模式研究（2021—2024）”，（项目批准号：52078224）

提 要 多尺度下的职住空间结构特征

研究可为城市职住空间的合理布局奠定

研究基础，在减少资源浪费、缓解交通

拥堵、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以厦门为例，基于公交智能卡数据，

引入职住识别方法得到职住 OD矩阵，

应用曲线拟合、社区发现方法对城市的

宏观、中观、微观等 3个尺度下的职住

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由于尺度效应

的存在，单纯依据单元划分会造成对中

心分布特征的误判，为弥补这一不足，

通过确定全域就业中心分析更大尺度下

厦门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构建全域、

宏观、中观、微观等 4个尺度下的职住

通勤圈，对职住空间结构的运行特征作

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尺度下通

勤圈的相互耦合情况反映了厦门等级化

的职住空间结构运行特征。基于本研究

的分析结果，可为厦门多尺度的城市空

间结构调整提供参考。

关键词 空间结构；多尺度；职住空

间；社区划分；厦门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204011
文 章 编 号 1000-3363（2022）04⁃0087⁃08

基于公交卡数据的城市多尺度职
住空间结构特征：以厦门为例*

史瑞铮 高悦尔 杨 春

作者简介

史瑞铮，华侨大学建筑学院硕士，深圳市城

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交通规划工程师，

ruizheng123@126.com
高悦尔，华侨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通信作者，

gaoyueer123@gmail.com
杨 春，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副总规划师

87



2022年第 4期 总第 270期

人群活动热点研究[3-5]、土地利用推测[6]、
都市圈圈层研究[7-10]等。职住方面，数

据维度下职住空间研究涵盖了通勤模

式[11]、通勤效率[12]、职住地空间关系识

别[13]等。在基于出行网络特征量化认识

城市空间结构方面，相关研究已涵盖城

市空间结构绩效机理分析[14-15]、不同尺

度职住平衡研究[16]、多尺度单元职住关

联特征[17]、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功能联系

特征[18]等，但往往采用行政区、城市内

外圈层、人口普查区等人为边界进行分

析，基于客观的数理统计进行多尺度空

间边界划分并应用于职住空间结构特征

的研究存在缺失。

同时，流动空间理论为人们理解城

市空间结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由于可塑

性面积单元问题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MAUP）中尺度效应[19]的存在，

不同尺度下空间结构特征可能存在很大

不同。通过拟合出行距离概率分布，使两

端的分布函数不同以确定距离截断阈值，

进而将整体数据划分为不同的出行网

络，可精细确定不同尺度下城市空间结

构特征。如：基于出租车OD数据构建

不同出行距离网络，识别城市两级空间

结构[20]；基于出行距离指数衰减率探究

城市内人口流动指数规律[21]；基于推特

OD数据，拟合距离分布函数幂律差异

对城市局部、全局和城际间的出行OD
进行分组[22]；通过曲线拟合确定长距离

和短距离出行距离衰减参数[23-24]；基于

出行长度幂律拟合确定不同交通模式距

离衰减效应[25]等。这一系列研究对城市

空间进行了精细划分，揭示了不同尺度

下城市人群活动空间边界，对规划策略制

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根据中心地理论，

城市空间结构层次是多维的，一般可将

其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 3级[26]，
而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了微观层次。为弥

补这一缺陷，本研究以厦门为例，引入职

住OD数据，结合网络分析和空间统计，

尝试以小区单元、中区单元、大区单元

对应于微观、中观、宏观等 3维度城市

职住空间情况，对不同尺度职住空间结

构特征进行研究。所得的分析结果均为

职住社区，为避免与一般意义上的“社

区”相混淆，以下简称为“单元”。

首先，基于SCD数据职住地识别方

法，构建城市职住OD矩阵，并根据通

勤距离曲线拟合确定截断阈值，将职住

通勤矩阵初步划分为中区和大区两级，

对应相关研究的局部尺度（local scale）
和全局尺度（global scale）。通过应用社

区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方法，将

研究区域划分为内部连接紧密外部连接

稀疏的单元，以确定中区和大区单元边界。

其次，确定极短距离通勤阈值，根据该

值确定小区单元边界，并依据空间单元

耦合情况构建3级职住空间结构。最后，

应用PageRank①指标识别全域就业中心，

并构建不同尺度职住通勤圈，进一步探

讨城市多尺度职住空间结构特征。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厦门下辖思明、湖里、集美、海

沧、同安、翔安等 6区，思明和湖里位

于厦门岛内，其他 4区位于岛外。空间

研究范围为常规公交、轨道、BRT所覆

盖的厦门岛及厦门岛外主体陆地，不包

括厦门所辖其他海岛及上述交通模式未

覆盖区域。数据方面，应用2019年4月
21个工作日SCD数据，参照已有职住识

别方法[13]，识别研究区内各持卡人职住

地，对同一职住OD人数进行汇总，以

存在职住样本的站点作为统计对象，识

别流程见图1，数据识别及校核见表1。
职住地均识别成功的持卡人数为

159 344人，对应大区尺度职住空间网

络。根据《2015年厦门市居民出行调查

及公交调查报告》，机动化出行中，公

交出行人群占比接近一半，典型公交站

点调查中，通勤出行占比近3/4。考虑到

机动化出行覆盖空间范围较大，通勤人

群在公交乘客中占比高，结合校核结

果，可认为本数据较好反映了 2019年 4
月厦门职住空间分布及动态关联情况。

另外，公交站间的通勤反映了两个区域

的职住空间联系，根据相关做法[2]，本

研究基于公交站位置构建泰森多边形

（Thiessen polygon）界定站点职住表征区

（以下称为“空间基本单元”）并将其

应用于多尺度空间单元划分。

1.2 空间网络的构建

（1）基于职住识别规则，得到不同

卡号职住站点矩阵。

以职住地欧氏距离作为拟合对象，

确定截断阈值以构建短途通勤矩阵和长

途通勤矩阵，初步建立中区和大区尺度

职住网络。具体为：拟合出行距离概率

分布函数，使其两端分布不同，比较不

同距离的确定系数R2，确定相应职住通

勤截断阈值[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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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持卡人居住地和就业地识别流程
Fig.1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cardholder's jobs–housing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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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职住地站点和截断阈值，

构建职住空间网络。

首先，汇总同一职住站点对的职住

人数，以某一出行距离内职住OD构建

矩阵，由于通勤的双向性，将其构建为

加权无向图，代表2019年4月厦门公交

通勤OD行程。该图由节点集、行程集

和行程量 3元素构成，将其定义为 G1≡
（N，L，W）。其中：N表示站点表征区域

集合；L表示任意两区域间行程集合，L
是一组有序的N元素对；W表示任意两区

域间职住人数集合。为识别就业中心，

以居住地至就业地“就业”方向构建加

权有向图G2，G1和G2共用节点集、行程

集和行程量，仅在方向设定上不同。

1.3 复杂网络分析和社区发现

基于所构建的加权图，本研究定义

中心和边界2种城市空间结构要素。

（1）中心（centers）是指在城市出

行中被访问概率最高的区域。以PageR⁃
ank指标定义城市中心。以反距离加权

法（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IDW）进

行插值运算，将离散节点属性值转换成

结构化区域并基于自然间断点法将插值

图划分为低中高 3级，将高等级包络区

定义为中心[27]。
（2）边界（borders）指社会经济边

界，由聚集的出行区位选择而产生，出

行选择将整体区域划为多个单元。针对

G1，应用社区发现方法确定单元边界。

社区发现方法中，Infomap算法性能优

异，其形成的单元结构稳定，适合当前

的加权职住网络[28]。本实验重复运行 In⁃
fomap算法 1000次，以最优结果作为最

终实验结果。所划分原始单元边界邻接

处可能存在噪声点，通过计算各单元

PageRank总和表示各单元被访概率，当

某空间基本单元有归属问题时，将其归

为邻接PageRank总和最大单元。至此，

空间边界连续的单元得以确定。

2 多尺度下的职住空间结构

2.1 不同尺度职住空间单元的确定

不同尺度通勤形成了不同级别单元

边界。单纯基于中观和宏观层次将城市

空间划分为中区和大区两级，忽视了微

观层次城市空间结构运行情况。本研究

尝试根据极短距离通勤矩阵确定小尺度

空间单元边界，以弥补相关研究对微观

层面关注较少的不足。

2.1.1 确定截断阈值

通过对职住距离概率分布进行拟

合，参照确定系数R²确定截断阈值，最

优拟合如图 2所示。可以看出，职住出

行距离在 1.7 km处达到峰值，于 1.7 km
至 5.0 km职住出行距离下降速率较均

匀。为便于统计，阈值均精确到整数。

由于在 2 km至 5 km段呈线性分布，大

于 5 km段明显呈指数分布，R²分别为

0.82和 0.91，拟合优度总体最高，因而

确定截断阈值为5 km。基于职住矩阵和

截断阈值，以 5 km以内职住OD构建中

区尺度职住矩阵。以全体职住OD构建

大区尺度职住矩阵。

2.1.2 基于极短距离出行的小区单元划分

从“流动空间”理论[29]角度看，多

尺度空间结构的产生依赖于城市内部人

员不同出行距离相互耦合，城市内短途

和长途出行通常存在不同的出行目的和

出行模式，因而不同出行距离下形成的

空间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可以认为：出

行距离越短，所形成单元空间级别越

低，基于极短距离出行分布可确定城市

低级别职住单元。根据图2，在0—2 km
与 2—5 km分布函数存在明显差异，极

短距离阈值应介于 0—2 km。为与截断

阈值精度一致，重点对 1 km和 2 km比

选，并从空间分布和数据分布两维度确

定极短距离阈值。

空间维度方面（图3），1 km和2 km
单元尺度差异较大，2 km单元多由1 km
单元组成。数据维度方面（图4），从冲

积图 （alluvial diagrams）②所描述 1 km
单元和 2 km单元节点构成变化可见：

1 km单元内部节点多以整体合并形式构

成 2 km单元。这均说明 1 km单元已具

备通勤内聚的特征，1 km单元和2 km单

元的空间规模、运行模式、中心地级别

存在一定不同，且1 km单元站点涵盖了

92.96%的全局职住OD，全局尺度通勤

量极大，边界连续。综合确定1 km为极

短距离通勤阈值。以该距离内通勤OD
为基础确定微观层次空间边界，并将其

命名为“小区单元”。

2.1.3 3种尺度单元分布情况

基于极短距离通勤阈值和截断阈

值，分别以 1 km内职住OD矩阵、5 km
内职住OD矩阵、总体职住OD矩阵构建

表1 本次厦门市SCD职住识别与校核
Tab.1 Iden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SCD in Xiamen

识别情况

居住人群

就业人群

识别职住通勤人口/万人

相关指标
SCD数据识别居住人口/万人
2019年常住人口/万人

识别率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校核检验

SCD数据识别就业人口/万人
2019年就业人口/万人

识别率

与厦门市资源规划信息平台中就业数据校核检验

识别情况
52.2
512
0.102

Spearman相关系数=0.849
P<0.01
N=36
38.71
约178
约0.23

Spearman相关系数=0.700
P<0.01
N=36
15.93

资料来源：2019年厦门交通运输局 SCD数据，相关统计年鉴、普查数据、政务系统数据。

图2 职住距离概率分布图最优拟合情况
Fig.2 Optimal fitting of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employment and housing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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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ID
方程

绘图

权重

截距

斜率

残差平方和

Pearson’s r
R2（COD）
调整后R2

Model 2
y=a+b*x
占比

不加权

0.022 31±8.391 26E-4
-0.002 9±2.403 89E-4

6.051 44E-5
-0.905 49
0.819 92
0.814 29

Model ID
方程

绘图

权重

截距

斜率

残差平方和

Pearson’s r
R2（COD）
调整后R2

Model 1
y=a+b*x
占比

不加权

0.003 15±6.640 13E-4
0.010 05±9.407 8E-4

5.416 61E-5
0.940 11
0.8838
0.876 05
Model ID
方程

绘图

y0
A1
t1
A2
t2

Reduced Chi-Sqr
R2（COD）
调整后R2

Model 3
y=y0+A1*（1-exp（-x/t1））+

A2*（1-exp（-x/t2））
占比

0.049 56±0.023 84
-0.008 98±0.005 21
7.259 02±2.005 31
-0.040 65±0.019 59
2.179 46±0.798 82
3.215 26E-7
0.9066
0.90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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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中区、大区尺度无向加权网络，

并确定单元边界。3级单元划分结果如

图3左和图5所示。

整体上看，多数大区单元主体可视

作由中区单元在空间上合并产生。现将

低等级单元合并为高等级单元现象称为

“单元合并”。单元合并在岛内分布较

多，如大区单元1可视为中区单元1、2、
3、5、6的合并。海陆岸线对所得单元

边界具有绝对影响，多数中区单元横跨

多街道，其陆地边界与行政边界差异较

大。部分大区单元边界和行政区边界存

在一定一致性，如大区单元 8、10分别

可指代海沧、翔安。主体位于岛内的大

区单元 3的部分区域位于岛外，可说明

当前跨岛通勤现象明显。

2.2 城市职住空间相互作用辨析

为进一步揭示不同尺度职住空间相

互作用，在所得单元边界基础上，应用

职住OD，对3种尺度下单元相互作用进

行分析。

2.2.1 小区单元相互作用测度

所构建的复杂网络中，各单元所覆

盖站点PageRank总值为各单元被访问总

体概率。为便于分析，将各单元中最高

被访概率站点作为其中心地。汇总各小

区单元OD量，应用所涵盖的全局OD矩

阵，得到 OD联系图 （图 6）。可看出，

高强度通勤集中分布在岛内，并以厦门

岛为中心向岛外发散。基于1 km内的职

住OD，绘制单元内部站点职住人数分

布图及职住期望线分布图（图7）。由于

1 km通勤距离较短，未覆盖全部站点，

部分站点未分组（图中灰色区域）。厦

门岛内短距离通勤强度高于岛外，且呈

团块分布，高职住强度站点多分布在轨

道和BRT沿线。

2.2.2 中区单元和大区单元空间相互作

用分析

进一步构建中区、大区单元间通勤期

望线分布（图8）。从中区期望线可见，岛

内通勤内聚性很强，通勤密度极高。从大

区单元通勤期望线看，岛内岛外职住空间

相互作用强度较高。结合图7右与图9可
以看出，尽管在图6和图8中，3级空间单

元间职住通勤期望线分布所应用的数据

大致相同（小区单元未完全覆盖所有站

点，占总量的92.96%，中区单元、大区

单元所应用的均为总体职住OD数据），

但呈现的联系强度存在很大差异。具体

表现为：小区和中区层面，岛内单元间

强相互作用和岛内岛外单元间的弱相互

作用；大区层面，岛内单元间和岛内岛

外单元间的强相互作用。这一结果也印

证了MAUP效应中尺度效应的存在。

2.3 职住空间结构图的构建

基于上述角度，汇总各空间基本单

图3 1 km单元（左）和2 km单元（右）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1 km units (left ) and 2 km units (right) 图4 1 km单元（左）和2 km单元

（右）冲积图②
Fig.4 Alluvial diagrams of 1 km units (left)

and 2 km unit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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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小区单元联系强度分布图
Fig.6 Distribution of contact strength between

small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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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厦门市中区（左）和大区（右）单元划分情况
Fig.5 Division of local (left) and global (right) units in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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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 3个尺度下的从属关系。当某较大

尺度单元所覆盖的空间基本单元位于某

较小尺度单元内时，则将该较小单元作

为该较大单元的子单元，并认为这两尺

度单元的中心地存在从属性。参照传统

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图（图 10右）形式，

基于各尺度单元中心地点位及规模，构

建层次化职住空间结构图。最终结果如

图10左所示。各尺度单元空间联系方向

反映了各等级中心地与腹地的耦合细

节，尽管存在大区单元跨岛分布情况，

但中区单元空间联系方向均未跨岛，说

明岛内空间和岛外空间均具有强内聚

性。等级明确的职住中心体系及相互作

用关系揭示了城市内部层次化的职住空

间结构。

3 多尺度职住空间结构特征

根据“流动空间”理论，网络是流

动空间主要表现形式，城市空间网络的

层级与腹地存在模糊性。所确定的 3个
尺度单元倾向于将城市划分为多个子单

元，强调子单元内部联系紧密的同时，

忽略了全域尺度下通勤人员高度集聚产

生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为弥补这一

不足，揭示同一尺度和上一尺度间的腹

地模糊性，引入加权一级标准差椭圆构

建通勤圈以锁定各单元核心节点群[31]，
通过纵向对比各尺度通勤圈分布，揭示

其集聚程度。高等级通勤圈是揭示低等

级通勤单元通勤集聚性的基础，大区单

元的集聚性特征需通过参照更大尺度通

勤圈进行解释。为此，通过识别全域就

业中心构建全域通勤圈，揭示大区单元

集聚情况。

3.1 全域就业中心识别

基于通勤联系对区域尺度就业中心

分布进行测度，可揭示城市区域多中心

空间结构[32]。基于PageRank识别城市就

业中心，结合地块边界，确定规模较大

的3个空间连续区为就业中心。根据其覆

盖职住人数，由高至低分别命名为1—3
号（图11）。可见厦门岛集聚了大量职住

人口，是城市主核，岛外小规模就业中

心分布说明规划结构所描绘的“环湾城

市带”开始显现，呈现出“一岛一带多

中心”的职住空间结构，并且岛内中心

多呈团带状分布，岛外多呈点状分布。

3.2 多尺度通勤圈空间运行特征

“通勤圈”是指在一定通勤区范围

内，以通勤中心为核心，以完成一定通

勤出行为目的的空间范畴集合[31]。以不

同尺度单元内部公交站点为对象，以各

站点职住人数为权重，应用加权一级标

N

0 2.5 5 10 km

N

0 2.5 5 10 km

山体

样本中站点职住人口
总数（由低至高）

行政区边界
街道边界
轨道和BRT线路
职住单元（编号及颜色）

职住OD通勤期望线及人数2-180

行政区边界 街道边界 轨道和BRT线路
职住单元 样本中站点PageRank1-324

图7 通勤距离1 km内小区单元节点职住人数分布（左）
和通勤距离1 km内节点职住期望线分布（右）

Fig.7 Distribution of workers and residents in the small units within 1 km of commuting trips (left) and distribution
of expectation line at nodes within 1 km of commuting trips (right)

N

0 2.5 5 10 km

N

0 2.5 5 10 km

职住OD通勤期望线及人数
行政区边界 街道边界 轨道和BRT线路 职住单元 样本中站点PageRank

图8 中区单元间通勤期望线分布（左）和大区单元间通勤期望线分布（右）
Fig.8 Distribution of commute desire lines between local units (left) and global unit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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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5 5 1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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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图9 中区单元通勤链接（左）和大区单元通勤链接（右）
Fig.9 Commuting trips count aggregated at the local scale (left) and global scal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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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椭圆测度不同单元通勤圈形态特

征。基于图11所得的3个中心边界，分

别以居住人数、就业人数、职住总人数

作为权重测度通勤圈（图12左）。对比3
类椭圆面积可发现，各就业中心就业人

口通勤圈面积均最小，居住人口通勤圈

面积最大。这说明与就业中心相关的就

业人口分布相对内聚，居住人口分布相

对发散。为揭示小区、中区、大区通勤

圈与就业中心通勤圈耦合情况，以职住

人数为各站点权重，构建 4个尺度下的

通勤圈分布图（图 12右）。并根据单元

边界和通勤圈分布，将小区、中区、大

区3个尺度的通勤OD分为6类（就业中

心通勤圈无单元边界，无法纳入），对

同尺度各单元间联系进行量化（图13）。
从同尺度单元内部联系 （图 13）

看，小区、中区、大区通勤圈内及通勤

圈 间 的 客 流 占 比 分 别 为 34.73%、

43.66%、46.47%，同一单元内通勤占比

分别为 84.99%、67.48%、64.73%，说

明单元内部通勤占比较高，通勤活动在

通勤圈内部集聚。

从不同尺度单元来看，在通勤圈分

布方向上，小区单元通勤圈（以下简称

“小区圈”，其他尺度亦同）的长轴方向

多与所覆盖区域主要道路走向一致。岛

内中区圈长轴多指向 1号中心，并沿快

速路、主干路、轨道和BRT线延伸。大

区圈趋于将岛内中区单元整合，在中区

圈整合基础上，长轴方向与快速路和重

要桥隧方向较为一致。

从覆盖范围看，小区圈多被中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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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单元核心

研究区边界 街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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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 城市道路 自然保护地

图10 层次化职住空间结构（左）和厦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城市空间
结构示意图（右）

Fig.10 Hierarchical occupational and residential spatial structure (left)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lan of
Xiame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2020-2035) (right)

资料来源：左图为作者自绘，右图来源于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
《厦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草案）》，202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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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城市就业中心编号图
Fig.11 Numbering of urban employment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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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各就业中心通勤圈外部形态分布（左）和不同尺度下的通勤圈分布（右）
Fig.12 Distribution of external forms of commuting circle of employment centers (left) and distribution of

commuter circles at different scales (right)

图13 单元通勤圈通勤类型（左）及3个尺度下通勤圈通勤比例（右）
Fig.13 Commuting type of unit commuting circle (left) and proportion of unit commuting circle

under three scales (right)

N
示例

不同单元通勤圈内外

行政区边界 同一通勤圈
同一单元内非通勤圈 跨通勤圈
跨社区非通勤圈 同一单元通勤圈内外

同一通勤圈 同一单元内非通勤圈 跨通勤圈
跨单元非通勤圈 同一单元通勤圈内外

不同单元通勤圈内外

92



基于公交卡数据的城市多尺度职住空间结构特征：以厦门为例 史瑞铮 高悦尔 杨 春

完整覆盖，表明小区单元与中区单元的

高度从属关系。但中区圈和大区圈相互

覆盖情况岛内岛外明显不同：岛内这两

尺度通勤圈多为交叉叠合，覆盖区域差

异明显；岛外多为方向旋转，覆盖区域

差异不大。事实上，这揭示了城市内部

不同尺度单元腹地争夺区分布情况：中

区圈和大区圈覆盖范围差异越小，对应

大区单元的腹地范围越稳定。岛内大区

单元腹地争夺主要由3个就业中心主导，

多数岛内中区圈长轴也指向邻接的就业

中心。针对岛外中区圈和大区圈方向分

布差异，按照中区圈覆盖区域在大区圈

的变化程度，可将岛外大区圈分为微变

型和分解型。微变型说明其对应单元内

长距离通勤占比较低，公交通勤内聚程

度较高，具备成为独立城市次级节点的

潜力，如主体位于海沧和翔安两区的大

区圈（除长轴方向存在小角度旋转外并

无明显差异）；分解型说明在该单元内

长距离通勤占比较高，具备成为宏观城

市核心节点潜力，如位于集美和同安的

4个大区圈（中区尺度下，所覆盖区域

被分解为多个方向差异较大的中区圈）。

各类椭圆相互交叠反映了城市空间的层

次关系，同一尺度单元以及不同尺度单

元间的相互耦合，构成了厦门多尺度的

职住空间结构体系（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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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多尺度职住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14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scale jobs-housing

spatial structure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应用厦门SCD数据，引入职住

识别方法得到职住OD矩阵，应用曲线

拟合和社区发现算法对城市空间进行分

层，对城市的多尺度职住空间结构特征

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目前海沧、集

美、同安的沿海区域存在大面积中等级

就业区，但翔安沿海区域中等级以上就

业区较少，厦门的“一岛一带多中心”

职住空间结构开始初步显现。城市多尺

度职住空间存在相互耦合的特征，由于

MAUP尺度效应的存在，不同尺度单元

分布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小区尺度

下岛内单元内部强相互作用；中区尺度

下岛内单元间强相互作用和岛内单元与

岛外单元间弱相互作用；大区尺度下岛

内岛外单元间强相互作用。为揭示同一

尺度和上一尺度的空间模糊性问题，构

建了全域、宏观、中观、微观等 4个尺

度的职住通勤圈。各尺度通勤圈在空间

上呈明显的层次关系，同尺度通勤圈存

在内部集聚和外部整合特征，小区和中

区单元从属关系较强，中区和大区单元

从属关系较弱，岛内大区圈分布多指向

临近的全域就业中心。各尺度通勤圈空

间耦合反映了厦门多尺度下职住空间结

构特征。

通过确定阈值所得的各层级单元边

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通勤人群对通勤

尺度的认知，填补了相关研究在微观层

面的缺失，并揭示了宏观层面的通勤集

聚情况，丰富了城市职住空间结构研究

的层次化视野。所提的研究体系可用于

不同规模城市职住空间结构研究，其结

果可为更精细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提供

参考，并有利于城市空间规划评估工作

的展开。

本研究缺陷在于所用的SCD数据只

针对公交客流，公交出行在1 km内竞争

力较低，且受制于站点位置、线路布

局、刷卡设备等因素，SCD数据并不能

完全反映城市整体人员的出行。未来可

引入多源数据，如手机数据、浮动车数

据、出行问卷调查数据等，进一步对职

住空间结构进行校核，为积极调整城市

空间结构、缓解城市问题、实现城市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注释

① PageRank[33]这一指标可度量一个节点或

社区在网络中所有节点或社区内部流量

的聚集强度，具体含义为访问任何节点 j
的概率 rj。其定义为：rj = [ ]( )1 -ρ /N +

ρ∑
i
ri pij，其中，ρ是一个阻尼系数，通

常设置为0.85。pij是从节点 i切换到 j的概

率，且与连接 i到 j的行程权重成比例，

即：pij = wij/∑
k
wik，且∑

j
pij = 1。

② 冲积图[30]可揭示两个网络分组的节点变

化情况。各行中的每个独立分区 （分区

以空白间隔为界） 代表一个分组，块的

高度反映了节点数的多少，高度越高节

点数越多。图上的平滑色带表示1 km网

络向2 km网络转变时，1 km单元转换至

相应2 km单元的站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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